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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背景下信息干预对认证猪肉的信任
水平与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

周洁红　李　祎　鄢　贞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在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冲击下，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及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实证

研究表明：受到负面信息刺激后，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信任程度及购买频率提升，且均高于非认证猪肉；

同时接触负面信息和专家解读后，非认证猪肉的购买频率有所上升。通过增大信息刺激强度，可以提高

认证猪肉的购买频率。在支付意愿方面，信任水平正向影响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受到负面信息刺激

时，信息刺激强度可以正向调节信任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但双面信息刺激下不存在该调节效应。

进一步估计边际效应发现，年轻、信任水平高的消费者更倾向于为认证猪肉支付高价，特别是受到较强的

信息刺激时，这类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最高。

［关键词］信息刺激；信任水平；支付意愿；认证猪肉；ＣＶＭ

一、引　言

２０１８年，中国多个地区曝出非洲猪瘟疫情，多家品牌的猪肉产品也被曝光检测出非洲猪瘟病
毒，疫情的迅速扩散和相关新闻资讯的传播使公众对猪肉食品质量安全的担忧增加，抑制了猪肉消
费［１］。２０１９年２月３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２０１９版）》，并通过专家
的专业知识解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消费者不信任感蔓延的势头，但猪肉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仍让
消费者心存疑虑。
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可能影响消费者对涉事食品质量的信任水平，短期内出现信任危机从而降

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对食品行业本身造成冲击［２－３］。但认证食品通常比非认证食品更具有抗击
食品危机事件的能力，且有助于减少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４］。相较于市场普通猪肉，
认证猪肉在生猪养殖的每个环节，如品质选育、饲养环境、兽药使用等方面都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并
进行记录，排除猪瘟病、病死猪、注水猪肉及重金属、抗生素等兽药残留超标等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满足了消费者对营养、安全、健康等高品质的需求。



尽管认证食品质量安全性较高，但在国内市场环境中存在推广难点，致使认证食品供给不足。
首先，认证食品生产成本高，价格上缺乏竞争优势，且尚未有证据证明认证食品更有营养［５］。其次，
中国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客观认知水平有限［６－７］，他们购买和食用猪肉的丰富经验已内化为质量安
全知识，主观上降低了对认证标签所传递的客观质量信息的需求和额外的支付意愿［８］。第三，对厂
商而言，其养殖和管理成本较普通猪肉高，如果消费者对安全认证产品的支付意愿不高，就无法激
励厂商持续供应认证猪肉［９］。面对当前认证食品的推广困境，龚强等指出，信息揭示是提高食品质
量安全水平的有效途径，可以提升消费者对食品行业的信任程度，增强其支付意愿，最终激励企业
生产安全高质量的产品［１０］。因此，结合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利用信息工具建立信誉机制，从消费端
促进认证食品的推广是国内认证食品行业的发展方向。
在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冲击下，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及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现有文

献大多关注信息来源、信息内容等［１１］，未将消费者个人购买经历所产生的信息刺激强度作为可能
影响支付意愿的指标进行考察，也没有验证不同信息刺激是否会影响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信任水
平，进而影响其支付意愿。为此，本文借助中国非洲猪瘟事件，设置不同的信息组，以问卷的形式对
来自中国主要猪肉消费城市的消费者进行调查，对比非洲猪瘟疫情背景下消费者对认证猪肉与非
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及消费行为差异，并应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信息刺激对认证猪肉支付意愿
的影响机理，旨在探讨危机背景下有效的信息干预是否可以通过影响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信任水
平从而提高其支付意愿，产生额外的支付溢价，为企业认证食品的生产提供市场激励，使认证产品
更好地在国内市场推广。

二、文献综述

（一）信任对认证食品购买行为及支付意愿的影响

信任是食品消费中影响消费者决策、预测消费者行为的关键［１２－１５］。当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
信任程度较高时，他们购买食品的意图会增加，反之会降低［１６］。Ｔｏｒｊｕｓｅｎ等将信任划分为个人信
任和系统信任，个人信任依赖于知识与人际关系，系统信任则根植于制度，如认证标签体系［１７］。

Ｋｏｎｕｋ对土耳其认证食品消费市场进行调查，发现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信任水平与其购买意愿呈
正相关［１８］。Ｐａｎｄｅｙ等的研究也表明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信任程度会影响其购买意向，消费者需
要信任认证和控制的过程，确保认证食品符合他们的购买预期［１９］。
由于认证食品具有很强的信任品属性，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支付意愿取决于消费者的信任水

平［２０］，信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２１］。Ｍｕｒｉｎｇａｉ等评估了消费者信任水平与其猪
肉偏好之间的联系，发现高信任度组的消费者支付意愿更高［２２］。

（二）信息刺激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

信任的建立受到消费者接触的信息的影响［２３］。除去从食品直接获得的信息外，消费者也需要
依赖外部信息构建对食品的信任，如新闻媒体信息、专家的健康饮食指南等［２４］，因为消费者难以通
过自身的判断力来评估食品的质量水平［２５］。此外，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借助产品认证标识
向消费者传达的质量信息也会影响信任的建立［２６－２７］。如果市场不能确保其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
或是所提供的信息让消费者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则信任难以建立。
不同来源的信息对消费者信任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来源可靠的信息有利于消费者建立信

心［２８］。常见的可靠信息来源包括：消费者主导的信息源（亲身体验和亲朋推荐），包装、店员等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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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营销信息源和媒体新闻、政府部门、专家指南等中性信息源①。其中，亲身体验和亲朋推荐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２９］，品牌培育、广告宣传、质量承诺等厂商传递的食品安全信号，也可
以缓解信息不对称，赢得消费者的信任［３０］。但当突发事件出现或者消费者无法依靠自身知识评估
食品质量安全时，消费者对媒体、政府等中性信息源的依赖就会提升，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
处理情况也会影响消费者的信任水平［３１］。

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相对于正面信息，消费者更倾向于相信负面信息［３２］，特别是媒体对
负面信息的报道及其扩散破坏了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水平，导致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减少［３３－３５］。

Ｖｅｒｂｅｋｅ研究了负面报道对消费者肉类需求的影响，发现负面报道使消费者对牛肉的需求量下降，
对食品生产商的信任水平下降［３６］。但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完备的信息获
取渠道，创造一个可靠的安全标准，让消费者重拾信心。此外，特定的健康声明也可以增加消费者
的感知价值，提高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信任水平［３７－３８］。
当消费者自身或者亲友遭受过由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造成的危害或有过疑似经历时，其风险感

知往往更为敏感［３９］，因此面对相同的信息，受刺激的程度也会比无经历的消费者要强。已有文献
对信息刺激强度这一指标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将消费者不同程度的疑似购买经历作为信息刺激
强度进行评判。

（三）认证食品的消费行为和支付意愿研究

国内外很多学者围绕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购买需求、态度以及影响消费者购买认证产品的因
素展开了研究［４０－４２］，并应用选择实验法、ＢＤＭ拍卖实验法以及传统的条件价值评估法等对认证食
品的支付意愿进行了估计，侧重从环保意识、健康意识、安全意识入手，考察支付意愿的形成机理。

Ｇｒｕｎｅｒｔ发现，注重环保的消费者认为认证食品更环保，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价格［４３］。注重健康的
消费者也更偏好具有安全认证的食品，健康意识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呈显著的正面影响［４４－４６］。除
食品的生态特性与品质属性之外，质量安全性同样是促成消费者购买认证食品的主要动机［４７］。
现有的丰富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但研究消费者的认证食品消费时，未关注

到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信息刺激强度、专家解读等信息干预对认证猪肉信任水平及支付意愿
的影响。因此，本文结合非洲猪瘟事件，分析疫情背景下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及购买意愿
是否高于非认证猪肉，并设计情景实验，通过提供负面疫病信息和专家正向解读的不同信息刺激，
结合消费者的疑似购买经历衡量信息刺激强度，探究不同的信息刺激如何影响消费者对认证猪肉
的支付意愿，以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背景下信息干预能否促进国内认证猪肉的市场推广。

三、样本特征与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

（一）问卷设置

本文的调研问卷包括消费者猪肉消费行为、支付意愿情景实验和消费者人口特征三部分，并设
置负面信息和双面信息两个信息处理组。其中负面信息组列举了当前国内疫情状况、疫情危害和
品牌猪肉测出非洲猪瘟病毒的负面新闻；双面信息组则在负面信息组的基础上添加了专家给出的
如“非洲猪瘟不传染人”“非洲猪瘟现已得到控制”等正面解读。控制组作为对照，不包含任何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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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相关的新闻报道。
问卷询问消费者是否在新闻曝光后购买过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的品牌猪肉以及亲朋好友是否

有疑似购买经历，以该品牌产品消费后潜在的质量安全问题作为体现信息刺激强度的指标，将无疑
似购买经历、自己有过疑似购买经历或听说亲友有过疑似购买经历、自己和亲友均有过疑似购买经
历由低到高分别设置为信息刺激强度的１、２、３等级。
在猪肉消费行为部分，以消费者每周购买认证猪肉和非认证猪肉的频率作为购买行为指标。

消费者被询问对认证猪肉和非认证猪肉质量安全水平的信任程度，回答赋值１—５，分别代表“完全
不相信”“比较不相信”“一般相信”“比较相信”和“完全相信”。
人口特征部分包括消费者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特征（家庭月收入情况，家

中是否有老人、小孩或孕妇等敏感人群），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二）样本基本特征

我们于２０１９年２月至３月开展线上调研工作，选取肉类消费中以猪肉为主的大中城市进行采
样。依据中国价格信息网①发布的３６个大中城市猪肉价格信息，从东部、中部、西部分别选取具有
代表性的大中城市（东部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南京、石家庄；中部包括武汉、合肥、郑
州、太原、长沙；西部包括成都、昆明、贵阳、重庆、呼和浩特）发放问卷，问卷采集通过国内最大的问
卷服务平台（问卷星企业版的专业调查服务），根据城市ＩＰ对目标城市进行抽样。为保证问卷有效
性，剔除了几乎不吃猪肉和几乎不负责家里购买猪肉人员的问卷，同时删除填写时间低于５分钟或
超过４５分钟的问卷、连续１０题以上选择相同选项的问卷，最终保留有效问卷７０６份，包括负面信
息组２６５份、双面信息组２５３份、控制组１８８份。
在７０６份有效样本中，６０．２０％的消费者为女性，３９．８０％的消费者为男性，符合中国家庭主要

由女性购买食品的现状。消费者年龄集中在２６—３５岁，占总人数的４６．６０％；其次是３６—４５岁和

２６岁以下，分别占总人数的１９．８３％和１７．７１％。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人数占

７８．１９％。８２．８６％的消费者家庭月收入大于５　０００元，７２．６６％的消费者家庭中有小孩、老人或孕
妇。５５．１０％的消费者自身及亲友均没有疑似非洲猪瘟猪肉的购买经历，３３．００％的消费者同时有
过两种疑似购买经历。

（三）非洲猪瘟疫情后消费者对认证与非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及购买行为差异

由于认证食品质量安全性高，缓解了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消费者通常在食品质量安全
事件发生后对其具有更高的信任水平和购买需求。为验证认证猪肉与非认证猪肉在食品质量安全
事件下的市场消费情况，本文首先计算了受到负面信息、双面信息刺激后消费者对认证猪肉及非认
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及购买频率的均值，并与控制组进行对比。
由表１可知，负面信息组、双面信息组和控制组的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组间差异较

小，分别为３．８２０、３．６７９、３．７６８，并都高于非认证猪肉的２．７４５、３．２６６、２．７４６。比较负面信息组和
控制组可知，消费者受到负面信息刺激后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有所提升，每周的购买频率也进一
步提高，而对非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变化不大，购买频率略有降低。以往关于负面信息刺激对消费
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分析中，多数印证了负面信息刺激会降低消费者的信任水平，进而减少其消费行
为，但本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认证猪肉和非认证猪肉的购买行为在受到负面信息刺激后具有不同的
结果。由于认证猪肉具有更高的质量安全性，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认证猪肉，认证猪肉应对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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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冲击的能力强于非认证猪肉。而同时接触到负面信息和专家的正向解读后，消
费者对非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和购买频率均有所提升，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则略有下降，这表明
专家的科学解读降低了消费者对疫情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猪肉消费市场。

表１　负面信息刺激后消费者对认证猪肉与非认证猪肉的购买频率及信任水平差异

消费者行为 控制组 负面信息组 双面信息组

非认证猪肉购买频率 １．８８３　 １．８４１　 ２．０４７

认证猪肉购买频率 １．８４０　 １．８９８　 １．８７４

非认证猪肉信任水平 ２．７４６　 ２．７４５　 ３．２６６

认证猪肉信任水平 ３．７６８　 ３．８２０　 ３．６７９

为初步探究受到负面信息刺激后消费者对两种猪肉购买频率的影响因素，本文设置购买频率
为有序的离散因变量，信任水平和信息刺激强度为自变量，控制消费者个体特征，分别对认证猪肉
与非认证猪肉的购买频率进行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利用Ｓｔａｔａ　ＳＥ１４．０软件进行回归估计，具体变量
描述见表２。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取值描述 均值 标准差

认证猪肉购买频率
１＝每周１次或少于１次；２＝每周２—３次；３＝每周４次及

以上
１．９６　 ０．８６

非认证猪肉购买频率
１＝每周１次或少于１次；２＝每周２—３次；３＝每周４次及

以上
１．２３　 ０．５７

对认证猪肉品质安全的信任程度
１＝完全不相信；２＝比较不相信；３＝一般相信；４＝比较相

信；５＝完全相信
３．７６　 ０．９２

对非认证猪肉品质安全的信任程度
１＝完全不相信；２＝比较不相信；３＝一般相信；４＝比较相

信；５＝完全相信
２．９９　 １．０３

认证猪肉支付意愿
１＝拒绝２６元；２＝拒绝３０元接受２６元；３＝接受３０元拒

绝３４元；４＝接受３４元
２．８５　 １．１９

信息刺激 １＝控制组；２＝负面信息组；３＝双面信息组 ２．０９　 ０．７９

信息刺激强度等级
１＝无疑似购买经历；２＝亲友或自己有疑似购买经历；

３＝亲友和自己都有疑似购买经历
０．９３　 ０．９４

性别 １＝男；０＝女 ０．４０　 ０．４９

年龄
１＝２６岁以下；２＝２６—３５岁；３＝３６—４５岁；４＝４６—５５
岁；５＝５５岁以上

２．３７　 １．０２

家庭月收入 １＝５　０００元以上；０＝５　０００元及以下 ０．８３　 ０．３８

受教育程度 １＝高中及以下；２＝大专；３＝本科；４＝研究生及以上 ２．３６　 ０．９２

家庭敏感人群 １＝家中有老人、小孩或孕妇等敏感人群；０＝无敏感人群 ０．７３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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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回归结果可知（见表３），负面信息刺激后信任水平正向影响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购买频率，

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相对于无疑似购买经历的消费者（对照组），负面信息刺激强度越高，对认
证猪肉购买频率的正向影响越大，且等级２和等级３分别在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而对非认证
猪肉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受到双面信息刺激的消费者，信任水平和信息刺激强度仍正向影响认证
猪肉的购买频率，信任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等级２和等级３分别在１０％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消费者经历过较强的信息刺激后，即使获得了专家的正面解读信息，对非认证猪肉的购买频率仍然
表现出下降倾向，这进一步验证了认证猪肉可以比非认证猪肉更好地抗击食品质量安全危机，且通
过提升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或增强信息刺激，可以有效提高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购买意
愿。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信息冲击对认证猪肉购买行为背后的影响机理，设计情景实验研
究信息刺激如何影响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

表３　不同信息刺激下认证猪肉与非认证猪肉购买频率影响因素的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变量
负面信息组

非认证猪肉 认证猪肉

双面信息组

非认证猪肉 认证猪肉

信任水平
－０．１３０ 　０．３２６＊＊＊ －０．０１３ 　０．２００＊＊

（－１．３１） （３．３９） （－０．１２） （２．０８）

信息刺激强度（对照组为等级１）

　等级２
０．１９８　 ０．４８６＊＊ －０．１４８　 ０．４３８＊

（１．０５） （２．５３） （－０．６６） （１．９０）

　等级３
－０．２６６　 ０．９５４＊＊＊ －０．５２１＊＊ ０．８６３＊＊＊

（－０．９８） （３．２５） （－２．０５） （３．２５）

性别
－０．１１７ －０．２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５６４＊＊＊

（－０．６９） （－１．３５） （１．２２） （－３．１０）

年龄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９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４

（０．９５） （０．０９） （０．３８） （－０．５２）

家庭月收入
０．０７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５　 ０．２５２＊＊＊

（１．０１） （１．４４） （１．４２） （２．８９）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８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３

（１．６３） （－０．０６） （－０．６６） （０．８８）

家庭敏感人群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９ －０．３１３ －０．１６０

（－０．８２） （０．７９） （－１．６０） （－０．７９）

　　注：括号内参数为ｚ值；＊表示ｐ＜０．１０，＊＊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下同。

四、信息刺激实验设计与消费者认证猪肉支付意愿分析

（一）实验设计

为深入剖析不同信息刺激对认证猪肉支付意愿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个双界二项选择的情景
实验。为了保证情景实验价格的准确性，我们追踪了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２月中旬京东生鲜、天猫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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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顺丰优选、苏宁易购等网站上认证猪后腿肉的价格，计算均价为３２．８元／５００克。由于春节
后国内生猪供给和猪肉消费均呈现下降态势，全国猪肉价格小幅下跌，根据农业农村部２０１９年２
月２５日发布的２０１９年第８周农产品市场动态①与布瑞克农业数据库的价格变化趋势，全国猪肉价
格平均较前一周跌１．８％，得到３０元／５００克作为初始投标值。为确保价格在合理的范围内，根据
文献估算的中国不同认证属性的猪肉支付溢价比例［４８－４９］，所追踪的最高价与最低价浮动比例设置
为１３％，最终以３４元／５００克作为较高的投标值，２６元／５００克作为较低的投标值。实验开始前，我
们向受访者提供认证猪肉的相关信息，即认证猪肉在生猪养殖的每个环节，如品质选育、饲养环境、
兽药使用等都需严格按标准执行并进行记录，排除猪瘟病、病死猪、注水猪肉及重金属、抗生素等兽
药残留超标等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随后采用跳跃式问答设计，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支付初始价格，
并进行支付意愿引导。

（二）变量设置

为测算受到不同的信息刺激后信息刺激强度与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如何影响其支付意

愿，本文将信息刺激强度、信任水平及二者的交乘项作为解释变量，消费者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三）双边界二分式的情景实验理论模型

计算支付意愿采用的是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 法），通过模拟市场和询问消费
者一系列假设的问题来获取其对某种产品的最大支付意愿。相比于选择实验法和拍卖法，ＣＶＭ
法的灵活性更好、成本更低，而双边界二分式要求消费者回答是或不是，比要求他们直接说出最大
支付意愿更能模拟市场定价行为［５０］。在传统二分式的基础上，双边界二分式ＣＶＭ 在第一个问题
的基础上问一个后续的二分问题，即对于初始投标值Ｔ，若愿意支付则提供一个较高的投标值ＴＨ

进行二次提问，否则提供较低的投标值ＴＬ。被调查者的情况会因此产生四种结果：愿意—愿意
（ｙｅｓ，ｙｅｓ）、愿意—不愿意（ｙｅｓ，ｎｏ）、不愿意—愿意（ｎｏ，ｙｅｓ）和不愿意—不愿意（ｎｏ，ｎｏ）。支付意愿
由可观则部分和不可观则部分（随机误差项）组成，第ｉ个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可表示为：

ＷＴＰｉ（ｓｉ，ｕｉ）＝ｓ′ｉβ＋ｕｉ （１）
其中ｓ′ｉβ为解释变量，β为待估参数。假设误差项服从均值为０，方差为σ

２ 的正态分布，即ｕｉ～Ｎ
（０，σ２），则不同结果的概率可表示为［５１］：

（１）同意初始值Ｔ，拒绝更高价ＴＨ

Ｐｒ（ｙｅｓ，ｎｏ）＝Ｐｒ（Ｔ≤ＷＴＰ＜ＴＨ）

＝Ｐｒ（Ｔ≤ｓ′ｉβ＋ｕｉ＜Ｔ
Ｈ）

＝Ｐｒ（
Ｔ－ｓ′ｉβ
σ ≤

ｕｉ
σ＜

ＴＨ－ｓ′ｉβ
σ

）

＝Φ（
ＴＨ－ｓ′ｉβ
σ

）－Φ（
Ｔ－ｓ′ｉβ
σ

） （２）

（２）同意初始值Ｔ，且愿意支付更高价ＴＨ

Ｐｒ（ｙｅｓ，ｙｅｓ）＝Ｐｒ（ＷＴＰ＞Ｔ，ＷＴＰ≥ＴＨ）

＝Ｐｒ（ｓ′ｉβ＋ｕｉ＞Ｔ，ｓ′ｉβ＋ｕｉ≥Ｔ
Ｈ）

＝Ｐｒ（ｓ′ｉβ＋ｕｉ≥Ｔ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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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２０１９年第８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国内猪牛羊肉价格小幅下跌，鸡蛋跌幅增大　国际大宗农产
品价格涨跌互现》，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ｚｔｚｌ／ｎｙｂｒｌ／ｒｌｘｘ／２０１９０２／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７＿６１７２８９２．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４月１日。



＝Ｐｒ（ｕｉ≥ＴＨ－ｓ′ｉβ）

＝１－Φ（
ＴＨ－ｓ′ｉβ
σ

） （３）

（３）拒绝初始值Ｔ，接受较低价ＴＬ

Ｐｒ（ｎｏ，ｙｅｓ）＝Ｐｒ（ＴＬ≤ＷＴＰ＜Ｔ）

＝Ｐｒ（ＴＬ≤ｓ′ｉβ＋ｕｉ＜Ｔ）

＝Ｐｒ（
ＴＬ－ｓ′ｉβ
σ ≤

ｕｉ
σ＜

Ｔ－ｓ′ｉβ
σ

）

＝Φ（
Ｔ－ｓ′ｉβ
σ

）－Φ（
ＴＬ－ｓ′ｉβ
σ

） （４）

（４）拒绝初始值Ｔ，且拒绝支付较低价ＴＬ

Ｐｒ（ｎｏ，ｎｏ）＝Ｐｒ（ＷＴＰ＜Ｔ，ＷＴＰ＜ＴＬ）

＝Ｐｒ（ｓ′ｉβ＋ｕｉ＜Ｔ，ｓ′ｉβ＋ｕｉ＜Ｔ
Ｌ）

＝Ｐｒ（ｓ′ｉβ＋ｕｉ＜Ｔ
Ｌ）

＝Φ（
ＴＬ－ｓ′ｉβ
σ

） （５）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得到可观测部分的参数，构造对数似然函数如下：

∑
Ｎ

ｉ＝１
ｄｙｎｉｌｎ（Φ（Ｔ

Ｈ －ｓ′ｉβ
σ

）－Φ（Ｔ－ｓ′ｉβσ
））＋ｄｙｙｉｌｎ（１－Φ（Ｔ

Ｈ －ｓ′ｉβ
σ

））［ ＋

ｄｎｙｉｌｎ（Φ（Ｔ－ｓ′ｉβσ
）－Φ（Ｔ

Ｌ－ｓ′ｉβ
σ

））＋ｄｎｎｉｌｎ（１－Φ（Ｔ
Ｌ－ｓ′ｉβ
σ ］）） （６）

其中ｄｙｎｉ 、ｄｙｙｉ 、ｄｎｙｉ 、ｄｎｎｉ 为虚拟变量，根据每个个体同意或不同意的情况来确定０或１，可得到待估参
数β的极大似然估计值代入（１）式，进而可以计算出支付意愿。

（四）不同信息刺激后消费者对认证猪肉支付意愿的水平估计

１．回归结果
将信息刺激强度、信任水平、信任水平与信息刺激强度的交乘项放入回归模型，控制消费者个

体特征，分别对不同信息组进行回归，回归中设置了信息刺激强度中、高级两个哑变量，分别表示亲
友或自己有疑似购买经历、亲友和自己都有疑似购买经历，结果见表４。
从三个模型看，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支付意愿，负面信息组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双面信息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质量安全信任水平
越高，越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与 Ｍｕｒｉｎｇａｉ等的研究结论相同［２２］。以往文献在研究信息刺
激时多考虑不同的信息性质及内容的影响［５２－５３］，如Ｌｅｅ等设置负面信息、正面信息、双面信息与无
信息参照四组对可追溯牛肉的支付意愿进行了比较，发现负面组支付意愿最低［５３］。本文纳入信息
刺激强度这一变量后，发现信息刺激强度在消费者面对不同的信息刺激时存在不同的影响路
径。Ｍｏｄｅｌ（１）中负面信息刺激后，信任水平与信息刺激强度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信息刺激
强度正向调节了信任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相对于没有疑似购买经历的消费者，信息刺激强
度等级为２时与信任水平的交乘项影响系数为１．５２９，等级为３时系数为１．９６１，说明信息刺激
强度的提升正向促进信任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作用，而这一调节效应在双面信息组和控制组
中均没有体现。
消费者年龄和家庭月收入与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也具有相关性。负面信息组和双面信息组年

龄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年轻的消费者比年长的消费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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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为认证猪肉支付高价，可能是因为年长的消费者更为节约，且不愿意学习和接触认证体系等新
的信息①。双面信息组家庭月收入影响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月收入高于５　０００元的
消费者更愿意为认证猪肉支付高价，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存在个体差异。

表４　不同信息刺激下认证猪肉支付意愿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负面信息组

Ｍｏｄｅｌ（１）
双面信息组

Ｍｏｄｅｌ（２）
控制组

Ｍｏｄｅｌ（３）

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
　１．７１８＊ 　３．６２＊＊＊ 　２．５４５＊

（１．７８） （２．９５） （１．９２）

信息刺激强度（对照组为等级１）

　等级２
－１０．９２５＊ －１．９４　 ８．３７６

（－１．８６） （－０．２２） （１．００）

　等级３
－２１．２２９＊ ０．５３２　 ５．０８５

（－１．７６） （０．０４） （０．５３）
信任水平×信息刺激强度（对照组为

等级１）

　信任水平×等级２
１．５２９＊＊ ０．３０２ －０．４７７

（２．００） （０．２６） （－０．４５）

　信任水平×等级３
１．９６１＊ ０．３５４　 ０．０３３

（１．９１） （０．３３） （０．０４）

性别
－１．５２７　 ２．０４３　 １．４０８

（－１．１９） （１．１３） （０．７７）

年龄
－２．０４６＊＊＊ －２．２３７＊＊ ０．３７３

（－２．６６） （－２．１７） （０．３４）

受教育程度
－１．３３０ －０．６６４　 ０．５０７

（－１．４８） （－０．５８） （０．４３）

家庭月收入
０．３７２　 １．５７７＊ １．８４２＊＊

（０．６４） （１．８２） （２．２５）

家庭敏感人群
２．１３６　 ２．４８２ －０．８７６

（１．４７） （２．５７） （－０．３９）

２．不同消费群体边际支付意愿计算
本文通过计算边际支付水平来比较不同信息刺激后不同消费群体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溢价异质

性。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选择最高和最低的信任水平，区分不同的信息刺激强度，计算边际
效应（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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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估计不同消费群体的边际支付意愿

年龄 信任水平 信息刺激强度 负面信息组 双面信息组

等级１　 ３５．９２　 ３４．１９

高 等级２　 ３６．７１　 ３４．９８

２６岁以下
等级３　 ４０．２５　 ３８．５１

等级１　 ２３．５３　 ２１．８０

低 等级２　 ２４．３２　 ２２．５８

等级３　 ２７．８５　 ２６．１２

等级１　 ３４．３２　 ３２．５９

高 等级２　 ３５．１１　 ３３．３７

２６—３５岁
等级３　 ３８．６５　 ３６．９１

等级１　 ２１．９２　 ２０．１９

低 等级２　 ２２．７１　 ２０．９８

等级３　 ２６．２５　 ２４．５２

等级１　 ３２．７１　 ３０．９８

高 等级２　 ３３．５０　 ３１．７７

３６—４５岁
等级３　 ３７．０４　 ３５．３１

等级１　 ２０．３２　 １８．５８

低 等级２　 ２１．１０　 １９．３７

等级３　 ２４．６５　 ２２．９１

等级１　 ３１．１１　 ２９．３７

高 等级２　 ３１．８９　 ３０．１６

４６—５５岁
等级３　 ３５．４３　 ３３．７０

等级１　 １８．７１　 １６．９８

低 等级２　 １９．５０　 １７．７７

等级３　 ２３．０４　 ２１．３１

等级１　 ２９．５０　 ２７．７７

高 等级２　 ３０．２９　 ２８．５６

５５岁以上
等级３　 ３３．８３　 ３２．１０

等级１　 １７．１１　 １５．３７

低 等级２　 １７．９０　 １６．１６

等级３　 ２１．４３　 １９．７０

总体上，当其他变量取均值时，在相同的刺激强度下，不同年龄段负面信息组的消费者支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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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均高于双面信息组，且组内年龄段之间存在差异。在同一年龄段，高信任水平的消费者比低信任
水平的消费者的支付溢价高１２．３９元；中等信息刺激强度下（等级２）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溢
价比等级为１时高０．７９元，高信息刺激强度（等级３）则在等级２的基础上又提高３．５４元。负面信
息组２６岁以下、信任水平高的消费者在受到高强度信息刺激后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最高，为

４０．２５元／５００克，比同一水平下受到高强度信息刺激的２６—３５岁的消费者（３８．６５元／５００克）高

１．６０元，比３６—４５岁的消费者（３７．０４元／５００克）高３．２１元，比５５岁以上的消费者（３３．８３元／５００
克）高６．４２元。而负面信息组５５岁以上处于低信任水平、低信息刺激强度状态的消费者的支付意
愿最低，仅为１７．１１元／５００克。双面信息组中最高的支付溢价为高信任水平、高信息刺激强度的

２６岁以下群体（３８．５１元／５００克），最低值为低信任水平、低信息刺激强度的５５岁以上群体（１５．３７
元／５００克）。经计算，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２３．１４元，这意味着认证猪肉的支付溢价具有很强的提
升空间。当前国内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平均信任水平为３．７６，通过提高信任水平或借助信息工具
强化信息刺激都可以提升认证猪肉的支付溢价，且年轻的消费者群体应为主要的推广群体。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模型回归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消费者受到负面的疫病信息刺激后，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有所提升，每周的购买频率

也进一步提高，对认证猪肉的平均信任水平和购买频率均高于非认证猪肉，消费者对认证猪肉具有
更强的购买意愿。受到双面信息刺激后，消费者对非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和购买频率有所回升，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猪肉消费市场。另外，认证猪肉信任水平和信息刺激强度对认证猪肉的购买
频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次，在支付意愿方面，信任水平正向影响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受到负面信息刺激

的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低于控制组，但随着负面信息刺激的增强，信任水平对支付意愿的
正向影响程度也在增加；而受到双面信息刺激时不存在该调节效应。
再次，年轻、高信任水平的消费者受到较强的信息刺激后更容易为认证猪肉支付高价，对于５５

岁以上的消费群体，通过提高他们对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或加强外界信息刺激的程度可以提升他
们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溢价；而家庭月收入高的消费者则比收入低的消费者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
基于上述结果，消费者在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对认证猪肉及非认证猪肉信任水平及支付

意愿的差异揭示了认证食品的市场需求，也表明危机事件下，特别是在事件发生初期，消费者暴露
于较多的负面信息时，对认证猪肉的推广是一个有利的契机，利用信息干预可以提升消费者对认证
猪肉的支付意愿，更好地激励认证猪肉生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可能的对策建议：
第一，在食品质量安全危机时期，面对疫病信息和品牌食品丑闻曝光等负面信息，政府应及时

清晰地分析事件的利弊，设立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等多方主体参与的信息交流平台，适当增强信
息刺激强度，积极引导食品安全舆情的发展。
第二，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政府和媒体应加强对认证食品的宣传，尤其是对年龄偏大、对

认证食品了解不足的消费者，应加强有关认证食品质量安全方面优势的科普，让消费者了解认证食
品；同时也要加强对认证食品从源头到终端生产加工过程的监管，保证认证食品的质量安全性，以
增强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信任水平，进而提高其支付意愿。
第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政府也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科学解读，让消费者对重大

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形成清晰的认知，避免消费者因风险无知造成过度恐慌，稳定猪肉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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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与中国对策云端研讨会召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８日，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ＣＲＰＥ）

组织召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与中国对策”云端研讨会，邀请来自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全球疫情蔓
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研讨。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教授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战后全球化政治与经济的全方位考验。

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疫情不是经济体系内部某一个重要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环境被改
变了，使得经济停摆。这种停摆的深度与广度已经造成了经济体系内部结构的破坏，所以，未来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产业分
工格局、贸易、金融的影响值得关注。在目前疫情阶段，中央要坚持两手抓：一是要防止疫情的外部输入和内部反弹；二是
要加快社会经济活动秩序的正常化。

银杏谷资本总裁陈向明博士指出，疫情将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但与以前的不同在于，这次经济危机是缺乏人的流动
性所造成的。人的流动性缺失导致供应和需求都急剧减少，加剧了经济危机的波动性，而以往刺激经济的政策也会不那
么有效。从中国的角度看：第一，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之中最大的关注点不是关税高低，而是不要被排除在全球供应
链、科技链、产业链之外，而这次抗击疫情特别需要全球协同，这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机遇；第二，中国股市处于低位，利率空
间也较大，产业链相对完整并在本次疫情中体现出非常大的价值；第三，对于目前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中
国拥有领先全球的发展机会。

复旦大学沈国兵教授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各国，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断崖式衰退，世界消费需求也
陷入断崖式下滑；世界贸易秩序被打乱，国际贸易供给端和需求端被破坏，致使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也陷入断崖式下滑。

我国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消费第二大市场，对外贸易也会受阻，进而对国内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压力
很大，需要拓展贸易对象，促进贸易产品多元化，积极培育新的国际贸易增长点。在就业方面，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缓解就
业压力，如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企业，稳企业和稳就业；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公共产品服务，支持企业扩大外贸和
就业；出台扩大内需的消费券刺激计划，扩大内需和就业等。

厦门大学谢瑞平副教授认为，国际格局会有微妙的变化，我国迅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并积极对世界各地特别是“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伸出援手，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与大国担当，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潘士远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指出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有一个新的时
代背景，那就是服务业在中国和众多国家的产业体系中占比最高，相比于以往经济危机对工业或制造业的实质性冲击，受
本次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如果本次疫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控制，服务业能够迅速调整，市场能够自我“修复”，

那么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负面影响就不会太大。在各位学者和企业家精彩的讨论中，本次云端研讨会圆满结束。
（宗其霖　张耀文　曾晓伟　彭佳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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